嵌入性视角下医学专家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
[bookmark: PePindex0]竞技行为研究
邹绪森1，李贺楼1，李慧龙1，赵煜霖2，吴克昌1
（1.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41；
2.广州医科大学南山学院，广东广州 511436）

[bookmark: sys526766][bookmark: PePindex5]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健康、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危害，医学科技专家参与是政府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科学保障，但目前相关文献缺乏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件背景下医学科技专家参与行为特点方面研究。本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为背景，选取2003年非典疫情及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专家参与案例，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双案例比较研究发现：医学专家为扩大自身的学术观点与影响力，其参与行为呈现出与在其他事件参与行为中不同的行为特征，呈现出趋同化参与和多样化竞技的特征，该特征的变化趋势与形成逻辑受到微观层面行为驱动力、中观层面关系嵌入性及宏观层面结构嵌入性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为了减少上述因素的拮抗效应、增加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可以减少医学专家之间的内耗，提高专家治理效能，进而提升政府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能，本研究提出科技专家咨询机构要建立常态化咨询制度，同时建立优化专家参与的制度体系的建议，让科技专家回归独立性、科学性与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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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risk society,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represented by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have posed serious threats to human health, the economy, and social order. These incid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complexity, uncertainty, wide-reaching effects, high dependency on knowledge, and short decision-making window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 basis of governance, the involvement of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in managing these events has become a crucial scientific safeguard. Consequently, public technology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means to address these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representing public technology experts, have seen a substantial rise in their status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becoming a primary group influencing policy.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explores the logical causes behind thei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lens of embeddedness theory, analyzes the competitive participation of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in event governanc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expert participation theory, arena theory, and embeddedness theory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Subsequently, the framework is applied to two typical cases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by using a case comparison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pproa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involved in specific issue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technology experts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expert competition.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individual motivations and the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primarily influence their actions.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factors, their behaviors tend to converge. Over time, as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model solidifies, the competition among experts gradually diminishes. Overall, the findings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mittent equilibrium and path dependency, indicative of temporal embeddedness. The research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s of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experts in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It explains the phenomena from their origins, derives logic from mechanism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contributes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analyzing the utility of public technology in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and provides practical support for its application in other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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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3]0 引言
   2019年年末，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悄然在全球开始传播，成为继2003年非典（SARS）疫情和2009年甲流之后，全球第三场大规模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以传染病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人类的健康、经济与社会秩序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1]。在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达让传染病疫情病理性及信息性的传播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考量指标之一[2]。由于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在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在反应时间有限、信息不完全、成本不可预测而疫情防控却又攸关公众生命健康权利的情境下，应急决策难度较大[3]，而科学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4]。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科技智库迅速开展决策咨询和相关科学研究，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参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其中，医学专家作为科技智库中的重要一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利用其自身的医学专业知识参与到政府管理中、对治理情境作出判断，是政府科学决策极其重要的保障[6]。因此，传染病疫情的暴发往往会将掌握知识的医学专家带入国家治理与决策的中心[7]。
	在以往的研究中，作为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代表的专家参与是应急决策议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然而其一般被作为一类同质化的研究客体出现在诸多关于风险治理、政策议程的研究文献中[8]。危机不确定性与专业性导致医学科技专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参与频率、行为特征都有所变化[9]，医学专家在参与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专家参与行为的趋同性减少、差异化增加，表现出专家竞技的特征，如2003年非典时期的病原体之争、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前往武汉的不同批次专家得出的不同结论，不同专业领域专家的意见在新冠疫情暴发期出现百家争鸣等现象。
	基于此，本研究从嵌入性理论视角，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医学专家参与行为为研究课题，行为的竞技性特征为研究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典型案例中医学专家参与行为的比较分析，剖析科技专家竞技的形成逻辑及其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完善与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专家参与制度。
[bookmark: pindex27]1   文献综述
[bookmark: pindex28]1.1  同质化群体视角下的科技专家参与论
科技专家参与作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其近年来的理论突破层出不穷[10]，较为有代表性的有技治主义、多源流模型与多元主义。技治主义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专业人士应当成为统治和管理社会的主体[11]；这一理论肯定了专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但结论过于绝对化。多源流模型则认为政策变迁受到问题源、政策源和政治源共同影响，“三源”交汇从而打开了政策之窗[12]；该理论从议程设定的角度提供了专家学者政策影响力实现的多种途径。多元主义理论认为政府政策的产生是各个有共同利益追求、为达成特定目标去干预政府政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专家正是其中一个利益集团[13]。以上研究中，科技专家无论是从利益诉求还是行动方式角度来看，都被视作一个同质化群体，其思想与行动具有一致性。这种机械化的简化过程可以更方便地观察专家群体的行动方式与逻辑，但无法对政策决策的实践中专家参与方式的多样性进行阐述，只是一种线性的静态研究[14]。
[bookmark: pindex30]1.2  多样化群体视角下的科技专家参与论
学者们也对科技专家参与模式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科技专家的个人认知决定着其参与行为，专家与决策者之间以及其他利益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对专家的行为和影响力产生影响[15]。知识运用理论认为知识是专家实现政策影响的最重要资本与纽带，专家掌握知识的不同决定了其产生政策观点与政策主张的差异化，为了实现其政策观点与主张，不同的专家也将寻求不同的途径形成参与的模式，包括迂回启迪模式、直接咨询模式、外锁模式与专家社会运动模式等[16]。皮尔克从角色理论出发认为科技专家理想角色模型不可能存在，根据角色差异理论将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科技专家分成了4种类型：纯粹的科学家、科学的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其中诚实的代理人将是科学家们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更可靠和更有效的选择[17]。以上研究为政府的社会治理中专家参与行为的多样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过往研究更多关注的专家群体的多样性，并未对专家参与行为的多样性中进行观察。
[bookmark: pindex32]1.3 竞技性群体视角下的科技专家参与论
多元主义本就提出科技专家智库作为其中一个同质化较高的利益集团，可凭借其知识属性与独立性等特质参与到政策影响力的竞争之中[17]。这一理论揭示了政策决策中的团体之间存在竞争与博弈。真实的政策执行中，社会行动者在场内的角色并不是固定按照“剧本”去演绎的，政策议程更像是一个社会竞技场而不是一个社会拟剧舞台，社会行动者们更像是中世纪庭院中的骑士，在竞技场规则与制度的制约下为获得认可的荣誉和奖励而战[18]。科技专家也是这些社会行动者中的一类群体。有学者以通钢事件为例，将社会竞技场理论与群体性事件结合进行研究，认为科技专家作为社会行动者在发挥着事件放大器的作用[19]；而有学者以媒介拆迁议题为例，通过拆解议题中的“话语包”重新摹写行动者的意义矩阵及其在竞技场上的兴起、争夺、筛选现象及影响因素[20]。科技专家团队之间的竞赛以及存在团队内部的利益风向行动逻辑也是科技专家参与研究的热点，如有研究构建了团队竞赛与利益分享的双层嵌套式博弈行动模型，认为竞赛既存在于行动者群体与外部群体之间，也存在于行动者群体之间[21]。
[bookmark: pindex34]1.4  本研究视角：嵌入性视角下的科技专家竞技论
本研究认为在一个复杂的政策网络之中，专家的参与动机、身份地位、专业背景等因素会影响其在政策网络中的表现，专家自身便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参与动机以及资本优势等都是科技专家参与的影响因素。政策网络中专家参与的动机主要归纳为信念、利益、影响力提升与学术价值提高，不同参与驱动力下的专家的关注点不同：受信念驱使和受利益驱使的专家对政策结果会更加关注；而为提升自身影响力或体现学术价值的专家相对更看重参与的过程[22]。专家个人及所在的研究机构在学术权威性、研究专业性上具有的差异化，导致不同科技专家拥有的资源优势和能力优势各不相同，科技专家之间通过不同参与模式进行着竞技，任何成功影响政策的科技专家都是那些具有某种或者某几种资源优势并合理利用了这方面资源的人，拥有什么样的资源、采用什么样的行动策略是专家为了在某个给定规则的政策领域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竞技手段[23]。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究了专家参与在风险治理中的必要性、专家参与行动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在其他有关政策执行中专家团队竞赛与博弈现象的存在，给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既往研究并未从专家竞技的视角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专家参与到政策议程的行为多样性，专家竞技的形成逻辑、表现形式与变化趋势等方面的研究依旧是一个“黑箱”，这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及研究空间。
[bookmark: pindex37]2   分析框架
本研究从嵌入性理论出发，通过文献回顾，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医学专家竞技嵌入性分析框架，对专家参与行为的多样性与竞技性特征进行初步剖析，如图1所示。
第一层逻辑：微观层面下不同个体驱动力导致的专家行为多样性。专家参与到政策议程中的个人动机有许多种解构方式，这个参与行为可能是工具性理性导向的，也可能是个人导向的、经济导向的或者是社会导向的。医学专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过程中：主动状态下是因为专家需要达到某种目的（无论是经济性还是社会性）而主动参与到竞技中；然而医学专家参与到竞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想参与”或受制于各种压力而“不得不参与”的消极被动状态。  
第二层逻辑：中观层面下不同的关系性嵌入导致的专家行为多样性。在中观层面，社会关系的解构形成了中观层面的关系嵌入性。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竞技场中本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方，医学专家为了从竞技中胜出，通过自身掌握的知识资本，与一个或几个利益相关方通过资本交换产生嵌入关系，嵌入的利益相关方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资本流动，不同的资本流动产生了不同向量，向量的不同导致最终形成的合力不同，于是产生了医学专家的行为多样性。
第三层逻辑：宏观层面下不同的结构性嵌入导致的专家行为多样性。社会制度的解构形成了宏观层面的结构嵌入性。专家竞技的结构嵌入性主要解构于专家竞技行为受到竞技场内制度、文化、规则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导致专家竞技行动中的趋同性及异质表现。
[image: 20240203007_图1_专家竞技的嵌入性分析框架 (1)]
图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专家竞技嵌入性分析框架

专家在以往的政策研究中，因为掌握知识资本、具有知识势能，因而一般以专家行动者角色的共性身份存在于利益相关方群体中[19]。然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事件的专业性、紧急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导致医学专家在决策中的地位提升，同时也提升了医学专家的数量与专业范围的需求度，医学专家的参与行为变得既活跃又具有多样性。其多样性从微观层面来说与不同的个体驱动力相关，中观层面与不同的关系嵌入方有关，宏观层面上则与不同的结构嵌入性因素有关。在行为多样性的前提下，医学专家为争取自身主张观点的话语权，从行动者转为了竞技者。
[bookmark: pindex43]3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bookmark: pindex44]3.1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在揭示主体、过程等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研究框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选用双案例研究法。聚焦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中医学专家的参与议题，试图结合竞技场场景，以嵌入性理论视角分析医学专家参与行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与框架，并通过案例佐证进一步验证该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力。相较于定量研究，属于质性研究的案例分析通常可以更接近理论结构，并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实践场景用于描述理论框架中的细节；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多案例研究则可以实现单案例研究之间的复制和扩展，进而提高研究本身的说服力，有助于通过反复验证及对比印证来增加案例研究的有效性，以探索更完整的理论图像[24]。
[bookmark: pindex46]3.2   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非典疫情中的病原体之争以及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医学专家角色与行为多样性两个案例（见表1）。原因在于：首先，两个案例的中心事件都是影响范围大的呼吸道传染病，具有同种病原体，类似的传播力、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均造成了全国面积内的大范围感染，受到了中央政府、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符合案例研究的典型性要求；其次，医学专家在这两次疫情的应对中都发挥了明显作用，并有显著的竞技行为，较好地满足了本理论研究的需求。为增加本研究的论据材料的科学性，以及降低访谈中的内省性问题，同时将访谈材料与正式的公开材料相结合，进一步提高研究资料的可信度。
[bookmark: PePindex48][bookmark: pindex48]表1 案例基本情况
	序号
	案例名称
	主要内容

	案例I
	SARS的病原体之争
	在确定SARS感染源时，预防医学专家发现标本中有衣原体，临床医学专家从衣原体治疗方案无效反推不是衣原体，媒体出现多种声音，最后证实是冠状病毒

	案例Ⅱ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医学专家角色与行为的多样化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疫情的复杂性、专业性与不确定性，医学专业知识的传播成为疫情防控与诊疗的最重要环节，专家角色及参与行为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bookmark: PePindex59]（1）案例I：2003年非典疫情的病原体之争。
2002年冬末，从广东开始的一场不明原因肺炎席卷中国。在此次疫情暴发早期，确定感染源这一最重要的工作却充满着曲折与艰辛。早期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夺命肺炭疽热”“肺鼠疫”等恐慌性字眼频频出现在广东媒体报道中，而关于传染源是什么的争论从2003年2月份一直持续到4月份，在全国范围内的医学专家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见表2）。参与到这场争论中的专家有包括院士级别在内的预防医学专家、临床医学专家以及基础医学专家，也有从央视到地方的各级媒体，以及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及地方卫生厅等政府部门。直到2003年4月12日，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和香港大学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于2003年3月18日在病人的分泌物中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这个时间比世界上首次公布“冠状病毒”早了8天，这场病原体之争才落下帷幕。
[bookmark: pindex61][bookmark: PePindex61]表2  非典病原体之争始末
	日期
	专家观点

	2003-02-11
	钟南山院士指出该病属“非典型肺炎”，病因不明，但从临床迹象来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

	2003-02-18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对外公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标本切片里，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洪涛院士从镜下看到了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认为衣原体是导致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广东省卫生厅于当日组织专家组闭门讨论，与会专家没有人认同衣原体，甚至还有专家尖锐指出，“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征询广东的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一种草率的科研态度”[25]

	2003-02-19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在访谈中推荐了几种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并强调对这种衣原体肺炎的治疗要全程、足量使用；但钟南山院士于当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指出：“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25]

	2003-02-26
	洪涛院士再次向广东报告，在送检的10份标本中检出衣原体阳性，其中1份呈强阳性，特效药是利福平[25]；广东临床医学专家仍旧坚持原来的病毒感染治疗方案，拒绝采用利福平

	2003-04-12
	洪涛院士认为衣原体与冠状病毒同时存在，倾向于认为是两种病原体联合发生作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和香港大学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在病人的分泌物中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



[bookmark: PePindex75]（2）案例Ⅱ：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医学专家角色与行为的多样化。
2020年1月以来，新冠疫情以武汉为始发点席卷中国。国家卫健委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3 01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8 307例，累计死亡病例4 634例，治愈率达94.3%，病亡率为5.6%[26]。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缺乏了解，信息供应不足，在疫情发展的紧急态势之下，专家从一个研究者必须转变为知识传播者而参与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来，因此国家卫健委先后派出3个批次的专家组进行疫情研判，3个批次的专家意见不一，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也在传染源、传播途径、治疗药物、疫苗有效性等方面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见表3），通过新闻发布会、电视对话节目、报道发言、治疗患者、公众对话、自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相关知识传播。
[bookmark: pindex77][bookmark: PePindex77]表3  新冠疫情早期专家观点汇总
	日期
	专家观点

	2019-12-26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张继先在发现病因不明的肺炎病例后向湖北省与武汉市的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2019-12-31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武汉市卫健委通报27例“病毒性肺炎”，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及医护感染[27]

	2020-01-07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分离出冠状病毒

	2020-01-08
	经过国务院派遣的专家组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武汉市肺炎暴发的病源

	2020-01-10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表示武汉市的疫情“可防可控”[27] 

	2020-01-11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研究团队率先共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2020-01-13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在1月中旬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冠状病毒最长潜伏期是15天，而自1月3日后内地无新增传染病例，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从目前看，病患症状不重，即使有人传人，也非常有限[27]

	2020-01-14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徐建国对外表示武汉市的763名密接者无一感染，并且预言疫情将很快结束[27]

	2020-01-15
	武汉市卫健委专家表示不能排除此次疫情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依然对疫情控制持乐观态度

	2020-01-18
	中央派遣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高级别专家组到达武汉

	2020-01-20
	国务院听取高级别专家组汇报，高级别专家组确定人传人并建议关闭离汉通道

	2020-01-20
	钟南山院士通过央视传媒发布确认新冠病毒感染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国务院遂将新冠病毒感染列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

	2020-01-21
	国内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钟南山任组长

	2020-01-23
	离汉通道关闭，“武汉保卫战”正式打响

	2020-02-03
	王辰院士向中央指导组建议征用大型场馆修建方舱医院， 2月5日方舱医院逐步投入使用

	2020-02-14
	张伯礼院士申请组建的唯一一家中医方舱医院开舱，用于研究中医治疗新冠的成效，获得零死亡、零转重、零感染的好成绩



[bookmark: PePindex113][bookmark: pindex113]4   案例分析及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专家参与治理呈现出竞赛特征，可被视作专家竞技行为，并且在非典疫情与新冠疫情两个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有不同的呈现特点，可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进行解释。
[bookmark: pindex115]4.1  微观层面逻辑：不同个体驱动力下的行为多样性
无论是2003年的病原体争论还是新冠病毒感染早期的专家参与行为，我们都能看到，医学专家参与的主要目标是不断提升自身政策影响力，实现专家功能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28]，以期为疫情的防控提出科学的判定研判和建议，完善疫情相关防控措施，并为科研攻关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个体驱动力的微观层面上来说，专家竞技行为也会有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类型：主动参与的驱动逻辑是“我想去”，具有动力导向；被动参与的驱动逻辑是“我不得不去”，具有压力导向。
（1）动力导向下的参与行为差异化。一是受信念、职业道德、使命感等超我价值的驱动：医学专家的天职是救死扶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医学专家发挥其专长救国于危难之中。比如非典时期钟南山院士提出“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29]。 新冠疫情时期，84岁的钟南山院士、76岁的李兰娟院士等高龄专家亲赴武汉对疫情防控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并制订防控计划，这既是一种医学科学家的担当，也是一名医生对救死扶伤初心的坚守，是医学专家追求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超我价值的行为。二是受提高影响力与体现学术价值驱使。医学专家竞技者多为各科研院校的学者，学术影响力与知名度在很大程度可以决定其学术地位及获得学术资源的多寡，诸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类受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往往会吸引大批相关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发表观点，可以极大地提高自身及自己所在机构的知名度；同时，研究热点问题的学术成果也更容易被认可，无论是论文发表还是项目申报也会更容易获得正面反馈。比如在非典时期，有些专家在未完全确定病原体的情况下就很着急通过官方媒体发布其判断，是一种非常不符合自身专业形象的态度，反证其是希望通过围绕热点尽快提升影响力、改变当时疾控专家及疾控体系较低的学术地位与权威情况。有研究统计了2019年12月到2022年2月，中国学者所发表的与新冠相关的英文论文高达31 928篇[30]，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早期国外缺乏研究样本的情况下，中国科学家由于数据可及性高，国外期刊纷纷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其中不乏《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顶级医学期刊，一些期刊甚至专门为新冠疫情相关论文开通了快速评审及预印本通道。这一方面为指导全球的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医学专家围绕热点问题的观点更容易获得高级别学术平台进行成果发表，得到自身学术影响力的提高[30]。三是受利益驱使。专家绝对中立是一种理想状态，政府或者企业会尝试进行精英俘获，让专家成为他们委托的“代言人”，因而出现专家失灵现象，专家更着眼于竞技场中的资本未来给他们带来身份、地位的变化或者获得某种形式的回报（如酬劳、项目等），此时专家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观点来解释他们的政治立场，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论[31]。当然，这种利益链条往往是较为隐蔽的，因为追求私利的动机如果不用追求公共利益的大旗掩盖，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2）压力导向下的参与行为差异化。一是被决策者需要。医学专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样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技术性的治理中扮演着唯一的知识资本提供者角色，但受制于认知规律、知识有限性等，医学专家早期面对病毒也是处于一种知识缺乏的状态，未必能完整地窥探到疫情演化发展的机制，容易发表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判读，因此往往只能用“可能”“大概率”等字眼发表观点，这体现出医学专家参与到治理过程中的行动与效能都有明显的边界性。因此，医学专家在疫情早期往往会处于一种“不想参与”的状态，但面对突发事件，受来自民意、社会安全稳定等多方面的压力，决策之窗的时间非常有限，而决策者为了增加其决策的科学性，往往会促使医学专家不得不在自身知识有限的前提下也要尽可能地参与到治理行动之中[24]。二是被公众需要。科学传播和公共倡议都受限于公众的社会心理，获得和维持社会公众的信任是医学专家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实现高治理效能的重要必要条件，但由于知识具有不确定性，医学专家往往在许多相关知识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愿意介入治理过程。然而，在舆论压力极大的时候，社会公众基于对专家的信任，往往希望专家出来发声、辟谣、帮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情绪表达是影响网络谣言蔓延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证明，负面情绪相较于正面情绪更易造成网络谣言的扩散。当公众所表现的情绪与谣言所传达的情绪相一致时，便会引起公众的心理共鸣，公众更容易对网络谣言进行转发传播，进而造成谣言的扩散，而这个时候，专家不得不介入，通过其专业技术来阻止谣言的传播[32]。三是被科学需要。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不确定性，在事件早期往往容易发生与科学事实相悖的错误观点，医学专家虽然也未必完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即便如此，专家往往也不得不被动参与到竞技行为中，对错误观点进行反驳，尤其是当错误观点即将成为主流观点的时候。如非典时期当衣原体说盛行的时候，虽然当时也没有完全的科学证据显示病毒是什么，但为了纠正错误观点可能导致的人民生命健康损失，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广东省专家也不得不进入竞技场中对衣原体说进行反驳。
[bookmark: pindex119]4.2  中观层面逻辑：不同关系嵌入性下的行为多样性
有研究指出，专业知识在决策网络中渗透程度越高，专家的决策影响力越大[33]，因此医学专家需要通过提高知识渗透程度来提升其政策影响力。资源优势的差异是知识渗透程度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为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专家需要争取与更多的资源持有方进行知识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的交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专家在竞技过程中与不同的资源相关方产生了资源交换从而获得不同资源的积累，不同的资源保有量决定了专家竞技行为的多样化，如拥有较多政治资源的高级别权威专家群体有着直接向决策者上书的渠道；拥有更多媒体资源的专家会更受媒体青睐，获得更多的媒体采访机会来表达自己观点；拥有更多其他领域资源的专家也可以通过学术交流等方式进行知识交换互补；获得更多公众支持的专家可以通过在其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主张自己的观点。
[bookmark: pindex121]（1）与媒体的资源交换。媒体是舆论资源的重要掌握者，中国大部分专家会采取通过媒体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主要方式，即使专家无法通过直接渠道影响政府，专家也能借助媒体舆论打开启动政策议程的政策之窗，因此舆论高地向来是医学专家竞技的必争之地。非典时期，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央媒以及以各地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媒体等官方媒体是舆论资源的集中地，专家竞技在当时的一个最重要体现就是对这些舆论高地的争夺。2003年2月18日－19日，鲜有地出现了央地媒体报道不一致的现象，这就体现出不同专家与不同媒体进行着资源交换与结盟[25]。中央和地方媒体有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几乎在中国新闻传播历史上是首次出现，但这也更进一步证明了，在非典时期，医学专家与支持自己观点的媒体之间形成了攻守同盟，关系嵌入性的紧密程度已经足以影响到媒体系统中的科层级理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2003年2月18日《新闻联播》报道
“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2003年2月18日新华社晚上8时报道
 “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广东专家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病毒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2003年2月19日《南方日报》第3版
相较于非典疫情，新冠疫情期间专家与媒体的关系嵌入性呈现新的形态。首先是对舆论资源的竞争趋于集中化，比如媒体对其他医学专家的报道数量及曝光度远远低于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3人。其次是医学专家对媒体依赖程度的降低，互联网及自媒体的高速发展使得专家自身可以成为知识资源与舆论资源的耦合体，也就是说，专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方式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提高社会影响力，如张文宏医生便是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直播等媒介形式的医学专家。可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对舆论资源的获取中，医学专家竞技的舞台已经从原本的单一官媒、纸媒转向了以微博、朋友圈等新型媒体形式。最后是媒体在新冠疫情期间更多是成为了专家竞技之间的“放大器”，专家言行经过媒体放大引发社会讨论，媒体会向意见领袖寻求进一步解释或作出回应，而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也会影响专家进一步的媒体接触意愿。
（2）与政府的资源交换。从参与方式上来看，过往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将此种行动模式总结为知识驱动模式、内参模式、直接咨询模式等，其实质都是与政治资本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嵌入性的体现。与掌握政治资本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性嵌入能让医学专家获得政治资本与知识资本的合力，实现与决策层的直接对话。一种是直接参与型，比如少数科学家本就是政府决策层面的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受政府委派参与疫情防控，其拥有的政治资本较高并且有直接接触决策者的渠道，对决策者产生影响，直接介入决策程序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治理效能。2020年1月19日，国家高级别专家组前往武汉考察，随后钟南山院士与李兰娟院士在1月20日列席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直接向中央决策层汇报实地调研情况并提出具体科学建议，直接形成了《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2年第1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2020年第1号》的决策依据。另一种政治资本利益相关方的嵌入是间接参与型，现实中许多专家缺乏直接介入与决策者沟通的渠道，但其可依据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及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通过所在的制度化平台参与治理。如山东省致公党委员邱占军教授提出构建四级互联网发热咨询门诊的建议，借助网络诊断有效减少病患人员的交叉感染；九三学社丛斌院士提出建立防止新冠病毒流行管控模型的建议，以精准把控人群的分布等，都是通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化平台参与到新冠疫情治理行动中。从政府级别上来看，有的专家是高级别专家智库成员，同时也担任着国家部委的行政职务，有直接的通道与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进行资源交换，产生关系嵌入性，比如非典时期国家卫健委较为支持衣原体病原学说，这与洪涛院士当时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专家身份有关；而地方政府与当地专家之间也更容易形成攻守同盟，如非典时期广东省卫健委就对广东专家基于治疗经验推测的病毒学说更为支持。此外，新冠疫情期间，各地政府在抗疫政策执行细则的制订上也一般会先与当地专家进行交流沟通。
（3）与其他专家的资源交换。一是学科细分导致的学科间知识势差。从专业细分的领域上来看，虽然同为医学专家，但预防医学专家、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是通过不同行为方式来实现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过程的参与，而这些方式与其专业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预防医学专家主要通过掌握疫情的传染病学特征在疫情防控方面提出专业意见；临床医学专家主要通过在临床一线对患者的临床处理提出诊疗及预后方面的临床救治专业意见；而基础医学专家主要通过实验室中的研究工作在病原体种类、致病机理、传播途径机理、药物疗效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是学术结盟导致的学科合作。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面对的是一个整体性和复杂性的医学难题，强调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防诊治过程的系统性，上述3类专家在实际参与疫情治理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在竞技过程中专家结盟常有发生：一种是与拥有更多资源的同类型专家结盟，比如洪涛院士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教授由于同属于疾控系统，因此形成预防医学专家学术共同体；另一种是与其他专业领域形成的互补型学术共同体，比如钟南山院士与香港微生物专家袁国勇院士形成的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互补型学术共同体。同类型学术共同体能够产生叠加效应增加权威性，互补型共同体能产生互补效应增加科学性。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曾经有过合作关系的医学专家彼此之间的行动同质化程度更高，并且在再次面对相同类型的事件的时候更容易再次结盟。如钟南山院士在2009年甲流、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在病毒检测技术方面都再次求助袁国勇院士，进一步加深了专家同盟合作的紧密程度。
[bookmark: pindex132]4.3  宏观层面逻辑：不同结构嵌入性制约下的行为多样性
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上传下达、令行禁止，必然要受制于正式的科层制组织关系。制度化组织网络代表一种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逻辑，这一过程会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与多因素卷入，导致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框架中的社会治理必定会受到这些因素（如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内血缘、地缘、业缘、人缘等主观性因素等）的制约，从而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结构，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医学专家的竞技行为也是如此[34]。社会制度的解构形成了宏观层面的结构嵌入性。制度、文化、规则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与影响着专家竞技行动中的趋同性及多样性，制度与规则带来的权力顺从与惩罚机制导致专家竞技只是有限的多样性，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域医疗资源的分布、属地决策者风格又会让专家的参与行为极具地方特色。
（1）制度与规则的权力在专家竞技中的结构嵌入性。权力包括多种类别，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专家竞技行动的宗旨不能违反党中央在疫情发生第一时间确定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总抗疫方针，任何罔顾这一理念的竞技行为将会被无条件剔除出竞技场。这一行为的内生逻辑就是受到“顺从命令的信念”的权力制约，服从是权力的基本表现，也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专家竞技同样不能逾越这个行动边界。其次，公众是所有治理的合法性来源，社会规则是公众意志的集中体现，专家的所有竞技行为都不应该违反社会规则，应受到公众意志的制约，因此，专家竞技中的行为多样性是以法律法规等制度与社会公序良俗等规则为制约边界，并不是无限的多样性。因此无论在非典疫情还是新冠疫情中，医学专家无论如何竞技都不会与政府的政策相悖，也不会与在民意中形成的共识性反其道而行之。如当政府确定要进行封城或者建设隔离医院，专家需要从科学性层面去进一步证明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及为政策背书。
（2）地域文化特征在专家竞技中的结构嵌入性。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一种突出的品格，城市文化的鲜明地域性主要从城市居民的趋尚、行为习惯、审美趣味、处事态度、为人原则等方面体现出来。中国城市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特有的地域神韵、趋时求异的创新精神，具有历史感、共同性、地域性，这种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中人们的心理趋向、为人处世的方法原则和思想情感、价值取向，而且也在影响着不同地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参与程度与参与方式：如华南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较高，华南地区的医学专家参与行动中的科技赋能性就更强，新冠疫情的人工智能（AI）预测模型、防疫问诊台等都是华南地区的医工结合产品；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医学专家在参与制定上海市疫情防控政策的过程中会更多考虑到如何尽可能保住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精准防控，因此当地医学专家提出缩小防控范围的建议，力图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河南等中原地区居民以农村居民为主，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使用太科学化的知识性语言反而未必能达到好的防控效果，于是河南省疾控中心的预防医学专家巧妙地将疫情防控知识转化为诸如“武汉回来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少吃一顿饭，亲情不会淡”“出门戴口罩，别去凑热闹”等朗朗上口的标语，在基层农村的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非常好的社会动员效果。
（3）医疗资源的地域性分布差异在专家竞技中结构嵌入性。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化，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尤其是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密切相关的呼吸系统临床医学专家、传染病医学专家、医学微生物学专家等基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北、西南及中原等内陆地区的专家资本可及性较低。在优质医疗专家资本可及性更高的发达城市，医学专家参与到城市治理的行动积极性也更高，政府在过往治理过程中与专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因此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学专家参与疫情防控无论是参与的专家数量还是参与行为的频次都会更高；而且由于属地管理原则，一般本地的专家不会参与到外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除非从国家层面形成专家组下派，如上海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北京或者广州的专家并不会在网上对上海的疫情防控提出建议意见。
[bookmark: pindex137]5   结论与建议
[bookmark: sys13821569]本研究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结合非典与新冠两个案例的相关材料，从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面对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医学专家参与行为的变化趋势与形成逻辑进行解构。研究发现：（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专家参与与其他事件治理中的专家参与不同，呈现出多样化和竞技性的特征；（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医学专家竞技行为受到微观层面的个体驱动力、中观层面的关系嵌入性以及宏观层面的结构嵌入性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合力博弈下的综合行为呈现；（3）减少上述因素的拮抗效应、增加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可以减少医学专家之间的内耗，提高专家治理效能，进而提升政府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效能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政府治理能力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提升中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水平，尤其是以医学专家参与为代表的应急管理体系水平刻不容缓。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的特征都是趋同的，众多学者如薛澜等[35]、宋晓波[36]的研究均指出，日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效率较高的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都具有政府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较高、专家参与程度深以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等共性特征。因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进一步提高中国科技专家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的建议：一是深入贯彻常态化治理观念。科技专家咨询机构要建立常态化咨询制度，将非常态治理与常态化管理融合是危机管理的理想状态。二是建设稳定迭代的科技专家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类高度不确定性的紧急事件，因循守旧绝对无法得出很好有效应对这类事件的解决方案，科技专家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以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专家迭代应该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专家库的建设常态。三是建立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建议途径。当专家与政府决策层之间的沟通途径不再是稀缺资源时，科技专家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竞技性将大大降低，也能节省专家参与成本。四是让科技专家回归独立性、科学性与中立性。专家竞技中关系嵌入方的增加让专家被“俘获”的可能性升高，专家意见逐步成为嵌入方利益的背书而不是科学性的体现。五是建立优化专家参与的制度体系。一个好的专家参与制度应该让专家真正敢说能说而且愿意说。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科技专家参与的体系不仅应该有对专家的激励机制，也应该有对不负责任的专家的追究机制，还应该针对科学有限性的存在有保护科学家的兜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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